
第２８卷第７期
２０２５年７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２８Ｎｏ．７
Ｊｕｌ．２０２５

ｄｏｉ：１０．１９９２０／ｊ．ｃｎｋｉ．ｊｍｓｃ．２０２５．０７．００４

官员岗位变动、环境治理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
①

———来自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刘　衡１，栗辉杨
２*，林建浩

３，赵汗青
１

（１．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２．西交利物浦大学和谐管理研究中心，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３．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要：基于注意力约束条件下的多目标优化观和资源依赖理论，本研究以我国《党政领导干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２０１５）》作为准实验，运用三重差分的方法，以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８年
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感知的岗位变动预期和环境治理双重压力对

辖区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新考核办法实施后，如果地级市官员面临岗位变
动和环境治理的双重压力，其会积极促进辖区内企业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机制研究发现，面临
双重压力的地级市官员会通过当地政府更积极地提高规制型和激励型绿色创新政策强度以促

进辖区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对比于高质量的绿色专利，面临双重考核压
力的地级市官员对提高企业的低质量绿色专利的促进效应更强，体现出压力下的策略性而非

实质性创新．此外，当企业属于重污染行业和非国有性质以及位于高级别城市时，前述影响更
为明显．本研究丰富了国家政策激活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相关研究，为如何实现企业绿色竞争
力提升与区域环境保护的“和谐共生”提供了证据支持，也对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官员考核办

法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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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低碳能源转型的大时代背景和“２０３０碳达
峰、２０６０碳中和”的国家宏大战略目标下，构建
经济绿色发展模式是中国未来战略发展方向的重

中之重．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依靠工业先行
的发展方式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１］，但这种以

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

式
［２］
是不可持续的

［３］，也成为了制约“实现国家

双碳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瓶颈．为此，习
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

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重大

论断；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企业作为资源消耗、污染
排放与社会财富创造主体，是落实绿色发展政策

的重要行动者
［４］，也是打破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

保护“非此即彼”局面的关键因素．因此，深入探
索如何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与竞争优势，对

于我国现阶段落实绿色发展政策和促进经济发展

模式升级转型，以及解决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

“和谐共生”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于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解释见

仁见智，现有研究重点围绕以下两种主流视角展

开：一是遵循“制度理论”的思路，认为诸如环境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０８；修订日期：２０２４－０５－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７２２３２０１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２２７３１５６；７２０７３１４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

大项目（２２ＺＤＡ０４５；２１ＺＤＡ０３６）．
通讯作者：栗辉杨（１９９３— ），男，重庆奉节人，博士，助理教授．Ｅｍａｉｌ：Ｈｕｉｙａｎｇ．Ｌｉ＠ｘｊｔｌｕ．ｅｄｕ．ｃｎ



权益交易、环境规制和碳交易权等外部政策类因

素通过设定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提高企业的环

境污染成本，从而促使和倒逼企业提高绿色创新

能力
［５－７］．二是基于“资源理论”的研究则普遍聚

焦于内部因素，认为拥有知识耦合能力和政治关

联等资源的企业有更好的禀赋实现绿色产品、绿

色制造工艺的创新，最终获得更好的绿色创新

绩效
［８，９］．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通常直接借鉴西方

发达经济体背景下的成熟理论框架，一定程度上

忽略了中国独特行政体制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即

政府市场双强体制），鲜有文献从“政策情境 －官
员偏好－企业绿色响应”框架细致分析地方政府
官员的“岗位环境责任绩效考核”政策变迁对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具体而言，在中国特殊的
政治制度背景下，政府行为的实质是作为微观决

策主体的一把手官员动机和偏好的体现
［１０］，故而

地方官员有强烈动机干预和利用企业来追求自身

的政治和社会目标
［１１］．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上，本研究选取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５年
联合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办法》（以下简称“环境损害追责办法”）这一现

实证据，基于注意力约束条件下的多目标优化的

文献和资源依赖理论，从地方官员岗位变动预期

和环境治理压力的交互视角出发，考察在临近岗

位变动法定限制年龄的预期年限和面临节能降耗

考核惩罚“双重压力”（以下简称“岗位变动和能

耗考核双重压力”）时，地级市官员将对辖区内企

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何种影响？

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１）不同于主流
的国家政策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文献倾向

于用“晋升锦标赛”理论视角下的“为经济增长而

竞争”的官员行为刻画
［１１－１３］，本研究聚焦于新发

展理念被提出之后地方政府执政目标函数的变

化．这一独特发现充分体现了官员激励从单目标
管理转变为有限注意力前提下的多目标优化的独

特治理效应，同时有助于观察以往很难直接识别

的政策激励变化（环境损害一票否决制）下的官

员和辖区企业的绿色响应．２）不同于直接考察政
府或环保政策规制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研

究
［５，１４，１５］，也不同于单独探讨地级市政府间竞

争、地方官员特定独立决策的研究
［１６，１７］，本研究

构建“政策冲击———注意力有限约束的多目标治

理下官员激励变化 －企业响应性行为”的逻辑解
释链，从微观层面探究同时面临生涯末期岗位变

动和环境考核落后压力的地方官员如何影响辖区

内企业的绿色创新表现，进而识别了独特“岗位

变动和能耗考核双重压力”的交互影响作用．３）
由于观测官员偏好较难，考察政策驱动下的地方

官员环境偏好的文献往往具有一定的“静态性”

（即假定官员具有较为稳定的偏好）或“单一性”

（即假定政治激励来自晋升锦标赛理论框架下的

经济账）．不同于现有研究聚焦于官员的任期长
短
［１８］
或任期内行为模式的变化

［１１，１３］，本研究重

点关注并识别了与终身追责制高度相关的官员重

要岗位变动预期的“临近效应”，有助于从微观企

业的视角来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认知和执政偏

好．４）本研究为当前环保考核治理有效性的争议提
供了一种新的调和性解释．有学者发现环保考核能
够显著激发地方官员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１９，２０］；但也

有学者指出环保考核未能促进官员改善环境绩

效
［２１］，甚至还导致其通过数字操纵来粉饰环境政

绩
［２２］．本研究利用《环境损害追责办法（２０１５）》

这一政策变动，提供了“责任终身追究型”环保考

核办法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正面影响的结

果，突显了新考核办法的精准性和追责力度，揭示

了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地方官员的多目标优化

偏好．

１　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１．１　政策制度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式分权竞争制度下，

地方政府官员（地级市官员或省级官员）的人事

任命权由上级政府（省级政府或中央政府）执行，

而地方政府掌握着包括行政审批和资源分配等自

由裁量权
［１０，２３］．同时，党中央规定领导干部要定

期交换或调动，同时岗位伴随着法定最高限制年

龄．上述这些规定构成了一整套地方官员激励系
统，并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基于职业生涯岗位

变动预期的官员治理制度．具体而言，在地方官员
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其不能在一地任职时间过长，

并且不同职级的官员岗位均有严格的年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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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级或省级党政一把手官员会被安排到多个地方

执政，同时官员会遵循上级规定在６０岁或６５岁
前发生岗位变动，并且正常情况下在 ６０岁或
６５岁时正式退休②．因此，地方主政官员可以比较
准确地估计自身临近重要岗位变动时的“预期

年限”．
党的十八大会议之后，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建

设新时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５年联合
印发了《环境损害追责办法》③，强调实行生态损

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

破坏的地方党政干部，无论其是否发生岗位变动

（即退休、晋升和平级调动），都必须严格追责，由

此形成了官员职业生涯与环境保护间的硬约束．
具体而言，该“办法”具有以下特点：１）首次将党
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发

展战略”结合起来；２）首次规定了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的生态环保职责，划定了追责情形，制定了追

责操作流程；３）首次提出地方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原则；４）首次实现追责对象的
全覆盖，即该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的各级党政领

导和干部．
随后，全国的省市两级党委在上述政策精神

的指引下，陆续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激励和约束下级官员和

政府，还通过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激励当地企业

进行节能降耗和绿色创新．以山西省和运城市为
例，具体而言：１）在《环境损害追责办法（２０１５）》
被实施之后，山西省委和省政府联合发布了《山

西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

则》．２）存在省内单位ＧＤＰ能耗排名相对靠后的
山西省运城市在以５８岁刘志宏书记（即市委书
记面临能耗考核和岗位变动双重压力）为班长的

市委的统筹部署下，率先在省内实施《运城市

“３＋１”干部考核管理体系》，强调要把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点工作领域，强化

对“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指标的考

核，同时严肃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同时，市委

对“运城市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工作方案

（２０１８）”与“运城市大气污染防治２０１８年行动计
划”等年度重点工作建立考核问责制度，将工作

绩效纳入“３＋１”干部考核管理体系．而对于引导
和规范企业绿色经营活动的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１）实施工业企业环保升级改造工
程；２）持续推进“散乱污”企业综合治理；３）严格
落实工业排放管控要求．

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

并不断强化环境绩效考核的新导向，促使地方官

员在执政期间需要寻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的“平衡策略”
［２４］．具体而言，地方官员会根

据自身岗位变动前的任期剩余年限和地方干部考

核评价办法的具体指标调整执政目标和个人决

策
［１８］，力争圆满完成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目标的

多维考核，进而安全平稳地完成重要职业生涯节

点的岗位变动．从实现方式看，地方官员辖区内的
上市公司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中

坚力量，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改进或破坏的主体之

一
［２５］．为能在有限任期内完成岗位变动和能耗考

核目标，作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监管责任人的

地方官员，会对辖区内上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实施有效的引导或干预④，进而完成政府节能降

耗的考核目标，从而有助于自身执政目标和个人

效应的实现
［２６］，即顺利完成经济与环境的“多维

考核”．
１．２　考核政策变动、官员执政偏好调整与企业绿

色行为

尽管地方官员会直接响应党中央环保激励政

策的变化，但其要改变辖区环境质量还有赖于官

员执政目标的转变以及“其执政偏好 －企业行为
的传导”．换句话说，中央政策或组织部门政绩考
核制度的出台和变迁会相应地改变官员的执政目

标和偏好．举例来说，王岭等以２０１５年出台的“中
央环保督察”为例，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能促

使地方官员降低辖区内的空气污染
［２７］．吴建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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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对地方党政一把手官员而言，正常的岗位变动包括晋升、平级调动和退休，不正常的岗位变动则包括突然死亡、被查处等．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分别为党中央和政府直接领导的机构，其联合发布的文件能明显体现党中央对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工作的

重视程度，同时更能引起地方官员对节能降耗的重视以及凸显官员在职业生涯重要岗位变动节点完成相应执政目标考核的重要性．
例如，激励和敦促骨干龙头企业与重污染企业创造和追求“绿色利润”，并形成标杆效应和外溢效应．



以中组部２０１３年颁布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为准实

验，发现政绩考核新规能够激励晋升动机较高的

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提高环境治理效率
［２８］．沈洪涛

等利用２０１４年环境保护部推出的“环保约谈”作
为准自然场景，发现环保约谈显著改善被约谈地

区企业的环境绩效
［２９］．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修正了地方政府竞争的目标函数，即从以

ＧＤＰ增长单一目标向多元目标下的高质量增长
为导向．具体而言，地方政府的多目标性是指政府
需要同时服务于多重任务和职能，既要提供各式

各样的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环境等），又要发

展经济（如扶贫、创造就业和乡村振兴等）以及维

持社会稳定
［３０］．特别的是，多重目标之间往往可

能存在冲突，例如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之间
［３０］．

故而，为应对考核政策的变动，地方官员必须在不

同执政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与取舍，力求维持多目

标的平衡．
本研究用于解释官员执政偏好随着考核政

策变动而变化的“考核政策变动－官员激励调
整”解释逻辑主要是依赖于注意力约束条件下

的多目标管理．当地方主政官员面临岗位变动
预期和能耗考核压力的情况下，需要在经济增

长和环境保护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这种

注意力的权衡会影响其对环境约束性目标的态

度和优先级．由于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是任命
制，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的职业发展具有

决定权．这类独特的官员管理制度决定了具有
“一票否决”属性的约束性任务会成为地方官员

的优先偏好任务，即当这些任务的要求未被达

成时，地方官员其它任务的绩效就失去了衡量

价值．《环境损害追责办法》的出台，在干部选拔
任用方面引入 “一票否决”式的考核规定，并实

行终身追责，显著提高了环境治理这类考核任

务在官员心中的优先级．
进一步地，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逻辑，本研究

认为地方官员及其主政的地方政府与辖区内企业

各自掌握一定的重要资源，所以二者之间不是单

方面服从或对抗的关系，而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即

双方会彼此依赖对方掌控的资源．一方面，企业的
绿色创新行为是对辖区主政官员执政偏好的响

应．企业作为开放的生态系统，它的生存和发展受
到外部资源的制约，并决定了企业对关键资源拥

有者的依赖性
［３１］，进而其发展离不开可以提供政

府补贴和市场准入政策等资源的政府支持
［３２，３３］．

然而，政府行为的实质是作为微观主体的官员动

机的体现
［１４］．因此，企业会积极响应面临岗位变

动预期和环境绩效考核双重压力的地方官员所做

出的政策规划和指引，从而有强烈的动机加快实

现由经济利益发展导向转为绿色发展导向的转

变．另一方面，地方官员需要依靠辖区内企业实
现个人的执政目标，即官员会利用辖区内企业

追求和完成自身的政治考核目标．企业是推动
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中坚力量

［２５］，也是

主要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主体，更是

绿色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关键行动者
［４］．所以，地

方官员需要依靠辖区内企业完成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执政目标”．图１是本研究的理
论框架．

图１　理论框架
Ｆｉｇ．１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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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核心假设提出
在《环境损害追责办法》被颁布执行之后，各

级地方党政官员均可能会面临环保绩效考核及其

相应的环境损害终身追责，因而官员会有强烈的

动机促使辖区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表现．具体的理
由如下．

第一，在《环境损害追责办法》被执行之后，

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压力的地级市官员需要

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进行权衡和取舍⑤，有强

烈动机执行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共赢方

案”，即依赖于辖区内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在我
国独特的政治背景下，地方官员的正常岗位变动

去向包括晋升、平级调动和退休，地级市书记作为

正厅级领导干部在临近６０岁时会面临上述的岗
位变动．相比于能晋升和平级调动的官员，对于临
近退休的官员来说，具有“一票否决”属性的生态

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会促使其承担起保护生态

环境、发展生态环境的职责，从而维护和保持自身

良好的职业生涯声誉．究其原因，因为在我国特有
的政治制度背景下，声誉良好的正厅级官员能在

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后，尽管不能再继续担任主

要的党政领导岗位，但可以被任命到省级的人大

或政协的领导岗位．Ｌｉ等发现，具有良好职业生
涯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在临近退休时，往往会被任

命或返聘为全国人大或政协的领导岗位
［２３］．更值

得一提的是，与从政治生涯中直接退休相比，担任

上述领导职务会为退休官员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

和更好的退休待遇
［３４］．因此，面临岗位变动和能

耗考核压力的地级市官员会敦促辖区企业提高绿

色创新表现．
第二，对于位于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压

力官员执政城市的企业，其会积极响应当地主政

官员做出的政策规划和指引，并主动转型实现经

济绩效与环境保护的“均衡发展”，即积极提高自

身的绿色创新水平．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逻辑［３１］，

企业不能完全控制其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各项

资源，从而必须与周围的环境展开互动以确保得

到所需资源．企业必须与掌握大量经济资源的地
方政府的政策规划和目标保持一致，因为企业对

地方政府或官员政策偏好的响应性行为能获得更

多的政府资源
［３４］．现有研究指出，绿色创新能够

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能源，能显著降低对环境的不

利影响
［３５］，进而有助于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

竞争力相协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３６］．因此，为支

持当地官员完成执政目标和获得更多的财政资

源，企业有强烈的动机提高自身的绿色创新表现．
总结来看，不论是规避未来的（尤其是退休

后）责任和风险的避责型因素，还是维护自身的

长期声誉和政治遗产的建功型因素，这两个因素

共同促进其在决策上更加倾向于支持环境治理目

标．由此，基于注意力约束条件下的多目标优化和
资源依赖理论，地级市官员会在新考核政策指引

下加大对辖区企业改进绿色经营活动和环境保护

水平的督办力度．
综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５年联合出

台《环境损害追责办法》政策之后，面临岗位变动

和能耗考核双重压力的地级市官员会促使辖区内

上市企业提高绿色创新水平．

２　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８年中国沪深两市

Ａ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由党中央
和国务院２０１５年发布的《环境损害追责办法》带
来的官员环境绩效考核的微观变动对企业绿色创

新活动的影响．本研究选择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８年作
为样本区间的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１）十八大
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得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同时也明确“加大环境

保护力度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的发展方针．因
此，为保证党中央和国务院政策的延续性，并精准

展现十八大以来的企业环境治理制度背景的“动

态变化”，本研究将２０１２年作为样本的起始年份．
２）由于本研究的核心变量计算需要地级市的
ＧＤＰ和能源消耗数据，考虑到数据可获性的限制

—７５—第７期 刘　衡等：官员岗位变动、环境治理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⑤ 相对应地，年轻官员对晋升考核更为看重的经济增长类指标的注意力优先级也会降低，转而追求经济绩效和环境治理的均衡发展．



和三重差分模型要求，本研究将２０１８年作为样本
区间的结束年份．此外，本研究遵循现有研究的做
法
［１３，１５］，在匹配地级市能耗数据和经济数据与官

员数据时，为保证每个地级市每年只有一位地方

官员（例如市委书记），因而如果一个地级市在同

一年内曾有多位地方官员任职，则将任职期限最

长的那位作为地级市当年的地方官员．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下列数据库：１）上市企

业的绿色创新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ＣＮＲＤＳ）；２）地级市官员的特征数据源自于地
方政府网站、人民网、新华网和百度百科等网站，

全部数据由手工收集整理得到；３）地级市的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能源消耗量数

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

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地级市的统

计局，相应数据由作者手工收集、计算得到；４）市
场化数据源自王小鲁等的研究报告⑥；５）上市公
司高管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数据从年报的高管信息

一栏中手工收集得到，同时使用百度百科、新浪财

经等网站对缺失的高管信息进行补充；６）其余变
量的数据来源于以下数据库：万德数据库

（ＷＩＮＤ）和国泰安数据库（ＣＳＭＡＲ）⑦．
此外，本研究对研究样本做了如下处理：１）

剔除样本期内 ＳＴ、*ＳＴ和 ＰＴ状态的企业观测值
４６１个；２）分别剔除绿色专利申请和环境治理压
力数据缺失的观测值３９４９个和９４７个；３）分别
剔除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公职背景和研发数据以及

其它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观测值９３７３个、２１１７个
和８１３个；４）剔除只有一年数据的样本观测值
２０４个；５）本研究最终共得到６５６４个公司 －年
度观测值．为排除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
续变量进行了上下１％的缩尾处理．
２．２　变量说明
２．２．１　被解释变量

绿色专利制度是我国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手

段
［３７］．参考李青原等的研究［３６］，本研究选择绿色

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代理指

标．具体而言，以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１取自然对
数（ＴＧｒｅｅｎ）作为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度量指标，
该指标数值越大，则表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越

高．同时，参照王砾等的做法［３８］，考虑到地方政

府会提前一年制定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和目

标”，以及政府政策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的

时间滞后性，本研究采用滞后一年期绿色发明

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进行实证分

析．此外，根据专利质量的差异，本研究进一步
将绿色专利分为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

专利
［３９］．

２．２．２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反映一种特殊的官

员压力，具体由三个变量的组合计算构成．一是官
员岗位变动预期（Ｐｃｈａｎｇｅ），具体是指市委书记
的年龄临近正厅级官员的岗位变动法定限制年龄

（６０岁）的“预期年限”⑧，其计算方式为６０减去
市委书记当年年龄，然后筛选出岗位变动预期年

限在０年 ～５年的市委书记，即表示其在岗位变
动前进入到最后一个任期，并且临近岗位变动的

年限在５年之内．因此，若市委书记面临（常规最
后一届）岗位变动的预期在 ０年 ～５年内，则
Ｐｃｈａｎｇｅ记为１，否则为０．此外，由于大量的上市
公司注册地位于四个直辖市，本研究根据可比性

原则将直辖市的区（县）委书记作为可比的地级

市书记处理．二是环境治理压力（Ｐｒｅｓｓｕｒｅ），具体
是指市委书记执政的地级市存在单位 ＧＤＰ能耗
考核压力，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记为１，反之则为０．具体而
言，若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等于 １则说明某地级市的单位
ＧＤＰ能耗数值大于所在省份的单位 ＧＤＰ能耗的
平均值⑨；若单位 ＧＤＰ能耗的数值越大，代表该
地级市在省内排名越靠后，也越能说明地级市的

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和环境损害越大．三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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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市场化数据取自“王小鲁，樊 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
本研究手工收集的地级市官员特征和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任职数据均与前人研究进行了可信性比对．
本研究旨在探究地级市主政官员在其６０岁时（前）面临职业生涯中重要的岗位转折点而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效应，故官员岗位变动去
向需要包含所有的正常结果（即晋升、平级调动和退休），而地级市书记到龄发生岗位变动的去向符合上述要求，因此本研究选择地级

市书记作为研究样本．
各省份的单位ＧＤＰ能耗的平均值＝省份的能源消耗总量／省份当年的ＧＤＰ，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



环境损害责任考核办法执行年份的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具体而言，政策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在《环境损
害追责办法》实施当年（即２０１５年）及以后年份
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官员岗位变动和岗位最

高限制年龄制度以及２０１５年新出台《环境损害追
责办法》的综合影响，地级市书记不仅会面临经

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绩效的双重目标考核压力，而

且最迟在其６０岁时面临职业生涯中岗位变动的
关键转折点�10．因此，地级市官员在岗位发生变动
前（即官员离任前的最后一个五年任期内），有强

烈的动机重点关注和协调辖区内经济增长和环境

治理的均衡发展，即平衡好能源节约、资源消耗和

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单位ＧＤＰ能耗作为万元ＧＤＰ
的能源消耗量，是测度环境友好型地区经济增长

的综合指标，其数值越大，越能说明地区经济发展

对资源依赖和环境损害越大．因此，该指标会受到
地方官员的格外重视．

因此，本研究纳入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为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即本研究预期当进入
５年变动窗口期内且面临能耗排名压力地级市主
政官员在２０１５年新考核政策被执行之后，会有强
烈的动机引导和敦促辖区内上市公司提升绿色创

新水平．
２．２．３　控制变量

借鉴齐绍洲等的做法
［５，３６，３９－４１］，本研究控制

了一系列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可能造成影响的控

制变量．这包括企业特征和公司治理的相关变量，
其中企业及财务特征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Ｌｅｖ）、
企业规模（Ｓｉｚｅ）、公司成长性（Ｇｒｏｗｔｈ）、盈利能力
（Ｒｏａ）、现金流（Ｃａｓｈ）和研发投入（ｌｎＲＤ）；而治
理特征变量包括两职兼任（Ｄｕａｌ）、独立董事比例
（Ｄｉｒｅ）和管理层持股（Ｄｉｓｅ）和第一股东持股比例
（ＦＩＲ）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公职背景（ＰＣ）．同
时，还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此外，为
排除城市、行业和年度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还控制

了企业（Ｆｉｒｍ）、城市（Ｃｉｔｙ）、行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和年
份固定效应（Ｙｅａｒ）．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

Ｔａｂｌｅ１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ＴＧｒｅｅｎ 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总数加１取自然对数

Ｐｃｈａｎｇｅ 岗位变动压力 若地级市官员面临岗位变动压力，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环境治理压力 若地级市官员面临能耗考核压力，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员工人数取对数

Ｇｒｏｗｔｈ 公司成长性 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Ｒｏａ 盈利能力 总资产净利润率

Ｃａｓｈ 现金流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流动负债

ｌｎＲＤ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金额取自然对数

Ｄｕａｌ 两职兼任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Ｄｉｒｅ 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与董事会人数比

Ｄｉｓｅ 管理层持股 管理层持股数与企业总股数比

ＦＩＲ 第一股东持股比例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ＰＣ 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公职背景
若董事长或总经理是为现（前）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工商联副主席和各行业协会副会长等�11，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ＧＤＰ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ＧＤＰ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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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地级市官员（正厅级一把手官员）正常岗位变动去向为晋升、平级调动和退休（包括退居二线），而上述三种岗位去向为官员带来的地

位和待遇相差较大．
　参考袁建国等［４１］的做法，本研究只考虑处级及以上职位的政府官员．



２．３　模型选择
通过对不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对照组和受到政

策变化影响的处理组进行对比，双重差分模型将

政策影响的真正结果有效分离出来，从而得到评

估政策实施作用的净效应
［４２］．本研究认为，《环境

损害追责办法》主要会引起同时面临岗位变动和

能耗考核压力官员的特别重视，进而会对当地企

业的绿色创新活动起到更多的促进和改善作用．

然而，当《环境损害追责办法》被执行后，如果采

用双重差分方法，当选取面临能耗考核压力的市

委书记执政地的企业作为“处理组”时，若将“相

同省份”未面临能耗考核压力的市委书记执政地

的企业作为“控制组”进行估计，即使未实施上述

办法，位于能耗排名相对靠后的城市（即市委书

记面临能耗考核压力）的企业相对于其它城市企

业的绿色创新产出本身就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

而若选取“不同省份”未面临能耗考核压力的市

委书记执政地的企业作为“控制组”进行估计，可

能由于地级市之间的资源禀赋、财政资源等差异

导致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实际情况本就不同，从

而具有差异性的时间趋势．因此，如果本研究采用
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无论选择哪一组企业作

为“控制组”，都无法得到一致的估计，即无法满

足平行趋势假设条件
［５，７］．

现有研究表明，三重差分估计被广泛用于解

决双重差分法平行趋势假设不成立的问题
［４３］．但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三重差分法的关键是保证以

第二重差分划分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相对差

异，应当在以第三重差分划分的两组之间存在相

同的趋势
［４４］．这说明本研究需要找到另外一对不

受第二重差分（即由《环境损害追责办法》出台带

来的官员环境治理压力）影响的“处理组”和“控

制组”（即第三重差分）．因此，本研究参照现有研
究的做法

［７，４３，４５］，在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

官员岗位变动压力作为第三重差分变量．通过比
较《环境损害追责办法》对面临岗位变动压力和

未面临岗位变动市委书记执政地企业的绿色创新

活动的影响，本研究可以进一步剔除“处理组”和

“控制组”之间固有的地区差异，得到比双重差分

模型更准确的估计结果．
本研究认为，在《环境损害追责办法》政策未

被执行时和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后，面临岗位变

动压力和未面临岗位变动市委书记执政地企业的

绿色创新表现的趋势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即趋势

是同步的．具体而言，地级市书记面临的岗位变动
预期是由岗位法定限制年龄与官员自身年龄相比

较带来的“预期性”岗位变动，而不会对其执政地

企业的绿色创新表现产生直接的影响．
综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进行实

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ＴＧｒｅｅｎｉｔ＝β０＋β１Ｐｃｈａｎｇｅｉ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ｒ×
Ｐｏｓｔｔ＋β２Ｐｃｈａｎｇｅｉ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ｒ＋

β３Ｐｃｈａｎｇｅｉｒ×Ｐｏｓｔｔ＋β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ｒ×
Ｐｏｓｔｔ＋βｎＸｉｔ＋ηｉ＋αｔ＋γｊ＋δｒ＋εｉｔ （１）

其中ｉ、ｔ、ｊ、ｒ分别表示上市公司、年份、行业和城
市，ηｉ是企业固定效应，αｔ是年份固定效应，γｊ
和δｒ分别是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εｉｔ是随机扰
动项．

在模型（１）中，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系数β１，

其代表在 ２０１５年《环境损害追责办法》实施前
后，由该办法带来的官员激励变化引发的上市公

司绿色创新水平变化的差异．如果面临岗位变动
和能耗考核双重压力的地级市官员对企业绿色创

新水平产生了促进效应，则 β１显著为正，反之则
发现β１显著为负．

３　实证结果分析

３．１　描述性统计
表２展示的是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从结果看出，我国上市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ＴＧｒｅｅｎ）的均值为１．０６２，中位数为０．６９３，因此
我国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整体较低．官员岗
位变动压力（Ｐｃｈａｎｇｅ）的均值为０．４３９，环境治理
压力（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的均值为０．４５０，说明我国地级市
书记普遍会在其６０岁前的最后一个任期内面临
岗位变动和环境治理压力．其它控制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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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ＴＧｒｅｅｎ ６５６４ １．０６１ １．３００ ０．６９３ ０．０００ ４．６９１

Ｐｃｈａｎｇｅ ６５６４ ０．４３７ ０．４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６５６４ ０．４５１ ０．４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Ｌｅｖ ６５６４ ０．４１５ ０．２０３ ０．４１０ ０．０５４ ０．９３５

Ｓｉｚｅ ６５６４ ８．０４４ １．２９７ ７．９５８ ４．４３１ １１．３０６

Ｇｒｏｗｔｈ ６５６４ ０．１７８ ０．３９９ ０．１１４ －０．５９２ ２．９２３

Ｒｏａ ６５６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９ －０．３０１ ０．１９１

Ｃａｓｈ ６５６４ ０．９８０ １．５８５ ０．４０１ ０．０１９ ８．６４７

ｌｎＲＤ ６５６４ １７．９４９ １．６１１ １７．９１０ １３．４１２ ２１．６６０

Ｄｕａｌ ６５６４ ０．２７０ ０．４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Ｄｉｒｅ ６５６４ ０．３７５ ０．０５４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５７１

Ｄｉｓｅ ６５６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３

ＦＩＲ ６５６４ ０．３６１ ０．１５１ ０．３４６ ０．０８６ ０．７４８

ＰＣ ６５６４ ０．４２９ ０．４９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ＧＤＰ ６５６４ ８．３０９ ０．９４２ ８．４１８ ６．０４１ １０．０９５

　　图２展示了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８年研究样本中各
城市的绿色专利申请数的变化趋势，以２０１５年为
政策执行年份为分界点．图中横轴表示年份，纵轴
表示当年加总到城市层面的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总

数除以该地区企业总数的加１取对数的值．如图
２左侧所示，在未面临能耗考核压力的市委书记
执政的城市中，市委书记面临岗位变动组的城市

层面的绿色专利申请数在２０１５年后并未显著多
于市委书记未面临岗位变动组．相反，如图２右侧
所示，在面临能耗考核压力的市委书记执政城市

中，相比于书记未面临岗位变动组，市委书记面临

岗位变动组执政城市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明显更

多，这种趋势从２０１５年持续到样本结束的年份．

这个结果也初步验证了《环境损害追责办法》对

我国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图２　《环境损害追责办法（２０１５）》前后城市层面单位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Ｆｉｇ．２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ｇｒｅｅｎ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ｆｉｒｍｓａｔ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２０１５ｐｏｌｉｃｙ

３．２　基准回归结果
表３展示的是在《环境损害追责办法》执行

后，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双重压力的地级市

官员压力效应对辖区企业绿色专利申请的回归结

果．如第（１）列的结果所示，在模型（１）控制企业
和年份固定效应时，解释变量（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ｏｓｔ）与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总数（ＴＧｒｅｅｎ）的回归
系数均为正，且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具
体而言，在《环境损害追责办法》颁布后，相比处

在未面临考核压力地级市官员辖区内的企业，处

在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双重压力官员执政地

区内的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会显著增加；即是

说，当地级市官员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双重

压力时，其会积极敦促辖区企业开展更多的绿色

创新活动．
然后，本研究在模型（１）中逐步添加行业、城

市的固定效应以及同时加入行业和城市的固定效

应之后，结果如第（２）列至第（４）列所示．从结果
可以看出，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的系数依然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也即是说在《环境损害追
责办法》被执行后，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双

重压力的地级市官员对提高辖区企业绿色创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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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促进作用依然存在．因此，本研究的核心假设
得到稳健支持．另外，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ＶＩＦ检验）的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ＶＩＦ值均小于
３．１５，远小于１０，故回归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９** ０．１５７** ０．１６１**

（２．０７） （２．２６） （２．０９） （２．１４）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９*

（－１．７０） （－１．８５） （－１．７１） （－１．７５）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ｏｓｔ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９

（－１．１６） （－１．３２） （－１．２６） （－１．３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４５） （－０．５４） （－０．３６） （－０．３６）

Ｌｅｖ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８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７

（０．７１） （０．６３） （０．７７） （０．６８）

Ｓｉｚｅ
０．１４５*** ０．１２３***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８***

（４．９６） （４．１４） （４．３９） （４．１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２．４３） （２．６３） （２．０２） （１．９８）

Ｒｏａ
０．５３９* ０．４７０* ０．５０２* ０．４９６*

（１．９２） （１．６６） （１．７６） （１．７３）

Ｃａｓｈ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２．０４） （１．９５） （１．６３） （１．６０）

ｌｎＲＤ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２．９９） （２．８２） （２．５５） （２．４４）

Ｄｕａｌ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１．６２）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１）

Ｄｉｒｅ
０．６３７** ０．７３０** ０．８０６*** ０．８６３***

（２．１７） （２．４８） （２．７２） （２．９１）

Ｄｉｓｅ
－０．２２２ －０．１１９ －０．１８１ －０．１１７

（－１．３４） （－０．７１） （－１．０６） （－０．６８）

ＦＩＲ
－０．２５１ －０．３０９* －０．４５６** －０．４４７**

（－１．３８） （－１．６８） （－２．４０） （－２．３４）

ＰＣ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６*

（－１．７３） （－１．５９） （－１．７７） （－１．７３）

ＧＤＰ
－０．０４７ －０．２３２ －０．０５５ －０．１１９

（－０．７０） （－１．４１） （－０．７９） （－０．７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８５２ ０．８８２ －０．５７２ －０．００３

（－１．３４） （０．６３） （－０．８６） （－０．００）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定效应 是 是

Ｒ２ ０．８５０ ０．８５３ ０．８５２ ０．８５４

Ｎ ６５６４ ６５６４ ６５６３ ６５６３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１０％、５％、１％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ｔ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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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稳健性检验分析
前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环境损害追

责办法》的执行，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双重

压力的地级市书记会显著促进辖区内上市企业提

高绿色专利产出．为解决上述结果可能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及替代性解释，本研究进行了以下稳健

性检验．
３．３．１　行业随时间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业的外部生存环境和内

部系统结构都会发生变化，故而不同行业在时间

序列上的发展差异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绿色行为．
为此，为消除不同行业随时间的变化差异，参照齐

绍洲等的做法
［５］，本研究在模型（１）中进一步加入

了行业与时间的交互项，其结果如表４的第（１）列所
示．从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ｏｓｔ）与绿色专利申请数（ＴＧｒｅｅｎ）的显著正向关
系依然存在，即该结果没有改变本研究的主要

结论．
３．３．２　克服样本选择偏误

考虑到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位于面临双重考核

压力官员执政的地区，为克服样本选择偏误，本研

究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ＰＳＭ）来进行样
本匹配，该方法能够降低样本选择偏误和混杂偏

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本研究借鉴李
贲等的做法

［４６］，采用“ｋ近邻匹配”（ｋ＝４）方法，
将所有控制变量对解释变量（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ｏｓｔ）进行回归，计算倾向的得分值，保留满足共
同支撑假设的样本，然后使用模型（１）重新检验，
结果如表４第（２）列所示．如结果所示，Ｐ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与绿色专利申请数（ＴＧｒｅｅｎ）的回归
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结果与本
研究的主要结论保持一致．
３．３．３　考虑其他政策的影响

自我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党中央和

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党中央对地方政府执
行环境政策监督是中国环境治理至关重要的环

节，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其中，受到地方
官员普遍重视和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环保措施包括

环保约谈和环保督察．因此，忽略上述政策可能使
本研究结论存在偏误．

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
［２０，２７，２９，４７］，环保督察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是指中央环保督察组了解当地党委

和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推动督察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促进绿色发展；而环保约谈（Ｔａｌｋ）是指环境
主管部门因地方政府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

职责不到位约见其主要负责人（主要是地级市政

府一把手），并依法对其进行告诫谈话、指出相关

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因此，本研究同
时生成环保督察（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和环保约谈（Ｔａｌｋ）
政策变量加入模型（１）中．从表４第（３）列的结果
可以看出，Ｔａｌｋ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的系数不显著，说明
现阶段环保约谈和环保督察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

的影响不明显．同时，在控制了环保督察和环保约
谈政策后，解释变量（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的
系数仍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研究的主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３．３．４　替换变量的计算方式

为进一步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替

换了原解释变量中地方官员面临的环境治理压力

的计算方式．具体而言，由于我国各地级市的资源
禀赋和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进而会影响地区

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离不开能源消耗和污

染排放，从而对地区环境治理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因此，本研究以各地级市的ＧＤＰ占所在省份ＧＤＰ
的数值作权重计算所在省份的单位 ＧＤＰ能耗的
加权平均值，然后以各个地级市的单位ＧＤＰ能耗
数值与所在省份的单位 ＧＤＰ能耗的加权平均值
进行比较．若前者的数值较大，则该地级市的市委
书记面临能耗考核压力，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记为１，反之
则记为 ０．因此，得到新的解释变量 Ｐ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Ｐｏｓｔ．新的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４）列所
示．从结果可以看出，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Ｐｏｓｔ系
数的显著性水平和方向与表２基本一致，表明本
研究的结论依然稳健．
３．３．５　用企业的办公地替换注册地

地方官员和政府主要对当地企业的经营活动

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同时企业也对当地政府的

政策最敏感
［４８］．而本研究样本中存在部分企业的

注册地和办公地不在同一个地级市的样本，这种

异地经营的方式可能不能及时、直接地感受到当

地政府政策的变化，从而对本研究的结果造成干

扰．因此，参照潘红波等的做法［４８］，本研究在稳健

性检验中剔除了企业注册地和办公地不在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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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的样本，其结果见表４的第（５）列．如结果
所示，解释变量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的系数
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该结果说明了面临岗

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压力的地级市书记会显著促进

辖区内企业提高绿色创新水平．因此，上述结果也
表明了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１３８* ０．３３５* ０．１６２** ０．１８７**

（１．７５） （１．８１） （２．１６） （２．４０）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Ｐｏｓｔ
０．１８２**

（２．２０）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０．０６２* －０．１６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４*

（－１．８０） （－１．５２） （－１．７６） （－１．８８）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ｏｓｔ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１．１７） （－０．２７） （－１．３０） （－１．５６） （－１．８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０１４ －０．２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５

（０．２６） （－１．６０） （－０．４１） （－１．００）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０．０１０

（０．１６）

Ｔａｌｋ
－０．０３２

（－０．５１）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
－０．０５２

（－１．５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Ｐｏｓｔ
－０．０６１

（－１．１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Ｒ２ ０．８６３ ０．８９５ ０．８５０ ０．８３１ ０．８５６

Ｎ ６４７２ １０２１ ６５６３ ５３９９ ６０５０

４　进一步研究

４．１　机制检验
基于本研究的研究情境和研究目的，本研究

从动机角度将促使企业提高绿色创新的政府政策

划分为两种�12：一是通过规范和惩罚企业的排污

行为等方式倒逼企业提高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及

其组合，称之为规制型绿色创新政策．二是以财政
补贴等方式引导和激励企业提高绿色技术进步和

获取绿色竞争优势为目的的政策及其组合，称之

为激励型绿色创新政策．

从规制型绿色创新政策的角度看，由于地方

官员面临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一票否决的硬约束，

规制型绿色创新政策通常会成为官员的关注重

点．具体而言，为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面临
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双重压力的地级市官员会通

过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例如转移、关停相关污染企

业或处罚治污不达标的企业等方式
［４９］，进而倒逼

企业提高绿色创新水平，从而达到经济发展和环

境治理的双赢．然而，尽管规制型绿色创新政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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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其容易导

致部分企业倾向于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绿色创新

水平的“最小值”
［７］．因此，为充分调动辖区企业

的绿色创新积极性，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压

力的地方官员还会通过制定激励型绿色创新政策

进一步激发当地企业的绿色创新意愿和动力，从

而提高辖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从激励型绿色创新政策的角度看，面临岗位

变动和能耗考核双重压力的地级市官员通过制定

环境保护补贴等引导型政策，为绿色转型的企业

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激励和刺激辖区内企

业提高绿色创新水平．一方面，为完成环境治理绩
效与岗位安全变动，地级市官员有强烈的动机使

用环保补贴等激励政策为辖区内企业提供政策和

资金支持，对污染防治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
［５０］，

引导企业增加环保投资
［５１］，从而促使企业进行绿

色创新．另一方面，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和全球
绿色发展的背景下，从当地政府获得环保补助等

财政资金，企业能解决因资金不足而绿色创新意

愿低下的问题
［５２］，进而有助于提升自身的绿色创

新产出水平．
因此，参考现有研究的做法

［４９，５０］，本研究以

地方政府对企业不当环境行为的处罚作为规范型

绿色创新政策的代理变量，包括“处罚金额（Ｐｅｎ-
ａｌｔｙ＿Ｍｏｎ）”和“处罚次数（Ｐｅｎａｌｔｙ＿Ｎｕｍ）”；而以
企业获得当地政府环保补贴（Ｓｕｂｓｉｄｙ）作为激励
型绿色创新的代理变量．表５第（１）列至第（４）列
的结果显示�13，在新政策的冲击下，地级市官员面

临的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压力越大，为倒逼企业

提高绿色创新水平，当地政府对企业不当环境行

为的处罚金额和处罚次数都会越高．同时，从表５
第（５）列至第（６）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新政策被
执行后，地级市官员面临的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

压力越大，为激励企业切实提高绿色创新能力，地

方政府对企业提供的环保补贴这类财政资金会

越多．
表５　机制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ｅｎａｌｔｙ＿Ｍｏ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Ｐｅｎａｌｔｙ＿Ｎｕｍ ＴＧｒｅｅｎ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Ｇｒｅｅｎ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２．５１８*** ０．３７７ １．４５３*** ０．３９４ ０．７１０* ０．１６１

（３．３６） （１．１１） （３．０３） （１．１７） （１．８８） （０．８１）

Ｐｅｎａｌｔｙ＿Ｍｏｎ
０．０３９

（１．５９）

Ｐｅｎａｌｔｙ＿Ｎｕｍ
０．０５６

（１．４５）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００３

（－０．１６）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１．４３８** －０．２６１ －１．０４６*** －０．２５９ －０．１７２ －０．０４７

（－２．４８） （－１．００） （－２．８１） （－０．９９） （－１．２２） （－０．６３）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ｏｓｔ
－１．３１９*** －０．１２１ －０．７３６*** －０．１３２ －０．１６４ ０．０３１

（－４．４０） （－０．８９） （－３．８３） （－０．９７） （－０．６１） （０．２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５３２ －０．２０９ ０．５８２** －０．２２０ －０．５８５** ０．１７７

（１．３４） （－１．１８） （２．２８） （－１．２４） （－２．４１） （１．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８２１ ０．８７３ ０．８４３ ０．８７２ ０．８１０ ０．８３６

Ｎ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１５６１ １５６１

—５６—第７期 刘　衡等：官员岗位变动、环境治理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13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修改建议．



４．２　异质性分析
４．２．１　绿色专利的异质性：实质性响应还是策

略性回应？

现有文献指出，企业创新行为从动机视角可

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升级为目的

的“高质量”创新行为，称之为实质性创新；另一

种是以迎合政府监管为目的的“低质量”创新行

为，称之为策略性创新
［５３，５４］．同时，基于我国专利

法的定义并参照张杨等的做法
［５２］，本研究将企

业申请“高质量”绿色发明专利的行为认定为实

质性创新，而将企业申请“低质量”绿色实用新

型专利的行为认定为策略性创新．本研究猜测，
为应对因存在考核压力官员主导的政府的环境

约束政策，企业会采取实质性创新或策略性创

新．前者能有助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获取竞
争优势，而后者更加关注政府政策规定的“最低

标准”，即最低的惩罚标准或奖励门槛．因此，本
研究分别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加１取自然对
数（ＩｎＧｒｅｅｎ）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加１取
自然对数（ＵｔＧｒｅｅｎ）为高质量与低质量创新的代
理变量，将样本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

两组．
如表６第（１）列和第（２）列的实证结果所示，

在《环境损害追责办法》实施后，面临岗位变动和

能耗考核双重压力的地级市官员会显著促进辖区

企业增加低质量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而

对高质量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果并不明

显．究其原因，可能的解释是：第一，从官员的视角
看，为完成地方政府和自身的政治任务中的“环

境治理目标”，具有“政治人”属性的地方官员
［５５］

会结合具体的考核指标与自身的职业发展相机选

择各类政治行为在其效用函数中所占的比重
［１８］．

此外，中国绿色创新起步较晚，社会整体的绿色创

新能力相对较低，从而要实现绿色技术和产品质

量的显著提升也比较困难
［５６］．因此，为在短期内

完成上级政府关于环境治理的考核指标，并快速

消除环境约束目标可能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

地级市官员有强烈的动机促进企业提高培育周期

短、技术难度小但能快速发挥作用的绿色实用新

型专利的申请数量．第二，从企业响应的视角看，
一方面，为迎合地方政府的创新号召和要求，追求

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过分追求周期短、成本低和

难度小的绿色创新数量的增加，从而选择低质量

的“策略性创新”
［５３］．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拥有的

相关创新资源存在较大差异，创新能力较强的企

业为追求绿色创新带来的新竞争优势，能持续追

求高质量的绿色创新技术和成果
［６］；而创新能力

较弱企业的创新行为具有随机性
［５７］，容易受到外

界因素的影响，从而无法提高绿色创新活动的质

量．因此，上市企业为解决自身的能源消耗效率问
题和达到辖区政府的政策约束指标，更加倾向于

快速地提高辖区内所有企业的低质量创新数量，

从而达到政府的监管要求和创新号召．
４．２．２　行业属性的影响

企业作为社会财富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者，也是环境污染的最主要源头．而企业的行业属
性会直接决定其造成的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钢
铁、煤炭．石油和化工等重污染行业既是我国经济
的支柱产业和地方 ＧＤＰ增长的主要力量［１９］，又

是耗能和排放大户和严重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

对于地方和全国的节能、降耗和减排举足轻重
［３６］．

于文超等的研究表明，地区的高污染产业比

重过高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而污染事故

频发的地区往往也是实际环境污染水平较高的地

区
［５８］．因此，当地方官员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

核压力时，具有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特征的重

污染行业企业会成为影响其完成环境政绩考核的

首要目标和重点对象．因此，为了检验行业属性的
影响，本研究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将样本划分为

重污染行业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并重新带入

模型（１）�14，其回归结果如表 ６所示．从表 ６
第（３）列和第（４）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在重污染行
业中，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的系数在 １０％水
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非重污染行业中，上述系数不

显著．说明新政策冲击下，相比于非重污染行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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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根据我国环保部２０１０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和证监会２０１２年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本研究确定的重污染行业
上市企业包括：采矿、纺织、皮毛制品、造纸及纸制品、石油、化工、制药、化学纤维、橡胶塑胶、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加工、电热力生产和

供应．同时，本研究选用的重污染行业与李青原等［３６］研究样本的行业选择基本保持一致．



业，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的地方官员会更积 极敦促重污染行业企业提高绿色创新水平．
表６　拓展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ＩｎＧｒｅｅｎ ＵｔＧｒｅｅｎ

重污染行业 非重污染行业

（３） （４）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０７９ ０．１９０*** ０．２１１* ０．０４１

（１．１８） （２．８６） （１．９５） （０．３８）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２

（－１．６５） （－１．００） （－１．０７） （－１．５４）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ｏｓｔ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２

（－１．２３） （－１．０７） （－０．４５） （－１．２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１

（－０．２８） （－１．５７） （－０．８９） （１．２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８５１ ０．８２６ ０．８３１ ０．８６１

Ｎ ６５６３ ６５６３ ３０６０ ３４７３

４．２．３　产权属性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产权属性的企业在面对

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环境治理压力时，可能会做出

不同的反应
［２０］．《环境损害追责办法》被实施后，

地方官员会通过政府强化辖区内的环境治理压

力．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一般为中央
或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会与地方政府存在天然的

紧密的联系和关系．所以，当地方主政官员面临岗
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压力而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时，

国有企业在环境规制中往往有与地方政府或监管

部门讨价还价的能力
［５９］，或可能受到环境规制执

法的轻微影响．因此，当地方主政官员面临岗位变
动和能耗考核压力时，其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

影响可能较小．相反，非国有企业缺乏与地方政府
存在天然的政治联系，其只能通过更好的绿色创

新表现来减少和规避由地方政府出台的环保规制

政策带来的惩罚或额外的经营成本．具体而言，随
着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压力的官员带来的辖

区内环境规制压力增加，为了满足环保考核和绿

色发展的要求，民营企业会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更

多的绿色创新．
为了检验产权属性的影响，本研究参照大

多数研究的做法，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

有企业并重新带入模型（１），结果见表 ７．如

表７第（１）列所示，在国有企业中，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ｏｓｔ的系数不显著；而如第（２）列所示，在非国
有企业中，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的系数显著为
正．说明新政策冲击下，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
压力的地方主政官员对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影

响更大．
４．２．４　城市级别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政治级别从上至

下，一般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

城市、较大的城市和普通城市．如果一个城市的行
政级别越高，那么该城市所掌握的资源就越多，资

源配置的自主权就越大
［６０］．因此，本研究认为，城

市级别会影响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地级市官

员与辖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理由

如下：

一方面，不同级别城市的财政资源具有较大

差异，而财政资源主要包括和体现为使用财政补

贴和减税降费的能力．因此，相比于城市级别较低
的城市，当执政于较高政治级别城市的地方官员

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压力时，其会凭借地方

政府拥有的更充足、多元化的财政资源执行环保

补贴等激励政策激发和促使当地企业提高绿色创

新水平．另一方面，较大的市及以上政治级别的城
市拥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定权

［６１］，可以通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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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立法全力来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因而，相比于未拥有立法权的城市主政官员，
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压力的地方官员能通过

地方性法规自主裁量权，制定并执行更符合实际

情况或更严格的环境污染惩罚等规制型政策，敦

促和倒逼企业提高绿色创新水平．
为检验城市政治级别的影响，本研究参照江

艇等的做法
［６０］，将样本中的“副省级城市、非副省

级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市”划入“高级别城市组”，

将“普通城市”划入“低级别城市组”进行回归，结

果如表７所示．如表７第（３）列所示，在高级别城
市组中，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的系数在高级别
城市组中显著为正，而该系数在低级别城市组中

不显著．这就表明新政策冲击下，面临岗位变动和
能耗考核地级市官员对处于高政治级别城市的企

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更明显．
表７　扩展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７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高级别城市 低级别城市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ＴＧｒｅｅｎ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０７２ ０．１７５* ０．２７６** ０．１２７

（０．５９） （１．７５） （２．４３） （１．１３）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６

（－０．４８） （－１．６９） （－１．２８） （－０．６３）

Ｐｃｈａｎｇｅ×Ｐｏｓｔ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２ －０．１７１** －０．０１４

（－０．４６） （－０．９７） （－２．５４） （－０．２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１０３ ０．０４９ －０．１２５ ０．０７５

（－１．２３） （０．７２） （－１．３６） （１．１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８７６ ０．８１６ ０．８３４ ０．８６５

Ｎ ２３７７ ４０５６ ３０８１ ３４６７

５　结束语

本研究以环境损害追责政策（２０１５年）作为
准实验，从官员岗位变动和环境治理的交互视角，

实证检验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考核双重压力的地

级市官员对辖区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并进

一步挖掘其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为：１）在新
政策执行之后，面临上述双重考核压力的地级市

官员，其辖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效果更

为明显．上述“促进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后，核心结论仍然稳健．２）双重考核压力会促使
地级市官员通过政府提高规制型和激励型绿色创

新政策强度促进辖区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表现．３）
相对于高质量的绿色专利，面临岗位变动和能耗

考核双重压力的地级市官员对企业低质量的绿色

专利申请的促进效果更强．４）面临岗位变动和能

耗考核压力的地级市官员对辖区企业绿色创新的

促进作用在重污染行业和非国有企业组以及当企

业位于高政治级别城市时会更强．
本研究存在几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应加快制

定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容的政策措施完善

地方官员治理，促使官员积极、主动、及时地处理

好环境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重的关系．一方
面，需要提高环境政绩考核的科学性，并加大环境

政绩在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从而提高官

员任期内进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结合
官员交流制度与官员职业生涯发展特征，落实环

境损害终身责任制，以防出现离任前的“绿色政

绩工程”和“政绩假象”．第二，加强对企业绿色创
新活动的扶持，确保政策的精准定位和奏效．具体
而言，地方政府在制定鼓励、引导和规制政策时应

充分考虑企业的异质性，例如企业的行业属性、产

权性质和所在地区差异等，从而充分发挥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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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地
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优化和完善将有利于促进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和谐共生”，从而有

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三，本研究的发现
为加大环境治理约束会挤出还是促进企业高质量

创新的争议提供了一项新的经验证据，并为抑制

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漂绿行为”提供了有益的新

思路．建议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绿色专利制度，以更
科学、准确地评判标准审查和认定企业的绿色创

新活动，从而能更客观、全面地反映地方主政官员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质量的

综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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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罗党论，赖再洪．重污染企业投资与地方官员晋升———基于地级市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数据的经验证据［Ｊ］．会计研究，
２０１６，（４）：４２－４８．
ＬｕｏＤａｎｇｌｕｎ，ＬａｉＺａｉｈｏ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ｖｉｌｙ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
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ｆｏｒ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ｃｉｔ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９－２０１０［Ｊ］．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４）：４２－４８．（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２０］曾昌礼，刘　雷，李江涛，等．环保考核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的准自然
实验［Ｊ］．会计研究，２０２２，４１３（３）：１０７－１２２．
Ｚ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ｌｉ，ＬｉｕＬｅｉ，Ｌｉ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ｉｒｍｓ’ｇｒｅｅｎ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ｉｌｏｔ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ｕｄｉｔ［Ｊ］．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２，４１３（３）：１０７－１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谢罗奇，龚　玲，赵纯凯．官员晋升，金融发展与环境污染———来自市长变更的证据［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４０（８）：１５－２６．
ＸｉｅＬｕｏｑｉ，ＧｏｎｇＬｉｎｇ，ＺｈａｏＣｈｕｎｋａｉ．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ｍａｙｏｒ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４０（８）：１５－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郭　峰，石庆玲．官员更替，合谋震慑与空气质量的临时性改善［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５２（７）：１５５－１６８．
ＧｕｏＦｅｎｇ，ＳｈｉＱｉｎｇｌ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７，５２（７）：１５５－１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ＬｉＨＢ，Ｚｈｏｕ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０７—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５年７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８９：１７４３－１７６２．
［２４］张　军，樊海潮，许志伟，等．ＧＤＰ增速的结构性下调：官员考核机制的视角［Ｊ］．经济研究，２０２０，５５（５）：

３１－４８．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ＦａｎＨａｉｃｈａｏ，ＸｕＺｈｉｗｅｉ，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５５（５）：３１－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胡　珺，宋献中，王红建．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７，（３）：７６－９４．
ＨｕＪｕ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３）：７６－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张　琦，郑　瑶，孔东民．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２０１２）》的准自然实验［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５４（６）：１８３－１９８．
ＺｈａｎｇＱｉ，ＺｈｅｎｇＹａｏ，ＫｏｎｇＤｏｎｇｍｉｎ．Ｌｏ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ＡｍｂｉｅｎｔＡ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２０１２”［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９，５４（６）：１８３－１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王　岭，刘相锋，熊　艳．中央环保督察与空气污染治理———基于地级城市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Ｊ］．中国工
业经济，２０１９，３７９（１０）：５－２２．
Ｗａ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ｏｎｇＹ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ａｉ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ｅｍｐｉｒ-
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ｃｉｔｉｅｓ［Ｊ］．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９，３７９（１０）：５－
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吴建祖，王碧莹．政绩考核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政绩考核新规的准实验研究［Ｊ］．公共管理评论，２０２３：
１－２１．
ＷｕＪｉａｎｚｕ，ＷａｎｇＢｉｙ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ｒｕｌｅｓ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３：１－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沈洪涛，周艳坤．环境执法监督与企业环境绩效：来自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证据［Ｊ］．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１７，２０
（６）：７３－８２．
ＳｈｅｎＨｏｎｇｔａｏ，ＺｈｏｕＹａｎｋ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ｉｒ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Ｎａｎｋａ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７，２０（６）：７３－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周黎安．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Ｊ］．社会，２０１６，３６（１）：３４－６４．
ＺｈｏｕＬｉ’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６（１）：３４－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ＰｆｅｆｆｅｒＪ，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ＧＲ．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
ｐｅｒ＆Ｒｏｗ，１９７８．

［３２］孙晓华，郭　旭，王　昀．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Ｊ］．管理科学学报，２０１７，２０（６）：１８－３１．
ＳｕｎＸｉａｏｈｕａ，ＧｕｏＸｕ，ＷａｎｇＹｕ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ｂｓｉｄｙ，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ｆｉｒｍｓ’Ｒ＆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２０（６）：１８－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张　宽，雷卓骏，李后建．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Ｊ］．世界经济，２０２３，４６
（５）：１５２－１７６．
ＺｈａｎｇＫｕａｎ，ＬｅｉＺｈｕｏｊｕｎ，ＬｉＨｏｕｊｉ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ｉｓｔ［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２３，４６（５）：１５２－１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ＷａｎｇＤＱ，ＬｕｏＸＷ．Ｒｅｔｉｒｅｉｎｐｅａｃ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８，６４（４）：７７３－８０９．

［３５］ＨｏｊｎｉｋＪ，ＲｕｚｚｉｅｒＭ．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Ｓｌｏｖｅｎｉａ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１３３）：８１２－８２５．

［３６］李青原，肖泽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Ｊ］．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５５（９）：１９２－２０８．
Ｌｉ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Ｚｅｈｕａ．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１７—第７期 刘　衡等：官员岗位变动、环境治理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ｇｒｅｅｎｐａｔｅｎｔｓｏｆ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５５（９）：１９２－２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方先明，那晋领．创业板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溢酬研究［Ｊ］．经济研究，２０２０，５５（１０）：１０６－１２３．

ＦａｎｇＸｉａｎｍｉｎｇ，ＮａＪｉｎｌ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ｇｒｅ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ＧＥＭｆｉｒｍ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５５（１０）：１０６－１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王　砾，孔东民，代昀昊．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Ｊ］．管理科学学报，２０１８，２１（１）：１１１－１２６．
ＷａｎｇＬｉ，ＫｏｎｇＤｏｎｇｍｉｎ，ＤａｉＹｕｎｈａ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ｆｉｒｍ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２１（１）：１１１－１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柯劭婧，马欧阳，许年行．竞争对手环保处罚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视角［Ｊ］．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２３，２６（６）：２１－３８．
ＫｅＳｈａｏｊｉｎｇ，ＭａＯｕｙａｎｇ，ＸｕＮｉａｎｈａｎｇ．Ｔｈｅ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ｅｅｒｆｉｒ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ｇｒｅ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２６（６）：２１－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陈　林，万攀兵，许莹盈．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９，３５（１０）：１８６－２０５．
ＣｈｅｎＬｉｎ，ＷａｎＰａｎｂｉｎｇ，Ｘｕ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ｍｉｘｅ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ｒｅａｋｐｏｉｎ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９，３５（１０）：１８６－２０５．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１］袁建国，后青松，程　晨．企业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考察［Ｊ］．管理世界，
２０１５，（１）：１３９－１５５．
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ｕｏ，Ｈｏｕ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Ｔｈｅｃｕ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１）：１３９－１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ＺｈａｎｇＪＸ，ＳｕｎＸＲ，ＬｉＨ，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ｅ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１，６（４）：３７７－３９２．

［４３］付明卫，叶静怡，孟俣希，等．国产化率保护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风电制造业的证据［Ｊ］．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５０（２）：１１８－１３１．
ＦｕＭｉｎｇｗｅｉ，ＹｅＪｉｎｇｙｉ，ＭｅｎｇＹｕｘ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ｓ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５，５０（２）：１１８－１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ＯｌｄｅｎＡ，ＭøｅｎＪ．Ｔｈｅｔｒｉｐ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Ｊ］．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２，２５（３）：５３１－５５３．
［４５］陈　林．自然垄断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自然实验与成本函数的分析［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５３（１）：８１－９６．

ＣｈｅｎＬ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ｅｆｏｒ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ｓ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
ｏｄ［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５３（１）：８１－９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６］李　贲，吴利华．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成长：异质性与机制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３６１（４）：７９－９７．
ＬｉＢｅｎ，ＷｕＬｉｈｕ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ｆｉｒｍｓ’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
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３６１（４）：７９－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７］ＳａｍＡＧ，ＺｈａｎｇＸＤ．Ｖａｌｕ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ｍ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
ｎａｎｃｅ，２０２０，６２：１０１５７３．

［４８］潘红波，周　颖，陈世来．地方官员任期考核与企业盈余管理［Ｊ］．会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３２（３）：３－２６．
ＰａｎＨｏｎｇｂｏ，Ｚｈｏｕ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ｉｌａｉ．Ｔｈｅｔｅｎ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３２（３）：３－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９］陈晓艳，肖　华，张国清．环境处罚促进企业环境治理了吗？———基于过程和结果双重维度的分析［Ｊ］．经济管理，
２０２１，４３（６）：１３６－１５５．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ｙａｎ，Ｘｉａｏ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ｑｉｎｇ．Ｄ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ｄｕ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１，４３（６）：１３６－１５５．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０］关　鑫，柴晨洁，赵聪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压力能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吗？———基于环境规制与环保补助双
中介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３，４４（６）：１１３－１３１．

—２７—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５年７月



ＧｕａｎＸｉｎ，Ｃｈａ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ＺｈａｏＣｏｎｇｈｕｉ．Ｃａ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ｄｕ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３，４４（６）：１１３－１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１］卢洪友，邓谭琴，余锦亮．财政补贴能促进企业的“绿化”吗？———基于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研究［Ｊ］．经济管
理，２０１９，４１（４）：５－２２．
ＬｕＨｏｎｇｙｏｕ，ＤｅｎｇＴａｎｑｉｎ，ＹｕＪｉｎｌｉａｎｇ．Ｃａ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ｆｒｏｍｈｅａｖｙ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９，４１（４）：５－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２］王　旭，张晓宁，朱　然．企业绿色创新视角下“环保督政”的价值创造效应———基于环保约谈的准实验研究［Ｊ］．

科研管理，２０２１，４２（６）：１０２－１１１．
ＷａｎｇＸｕ，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ｎｉｎｇ，ＺｈｕＲａ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ｇｒｅ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ｄｍｏｎｉ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４２（６）：１０２－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６，
５１（４）：６０－７３．
ＬｉＷｅｎｊ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Ｍａｎｎｉ．Ｉｓｉｔ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ｎｍｉｃｒｏ-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６，５１（４）：６０－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４］张　杨，袁宝龙，郑晶晶，等．策略性回应还是实质性响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Ｊ］．南开管
理评论，２０２２：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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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Ｊ］．经
济研究，２００４，（６）：３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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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ｅｄ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ｎｄ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６）：３３－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６］董直庆，王　辉．环境规制的“本地－邻地”绿色技术进步效应［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１１８．
ＤｏｎｇＺｈｉｑｉｎｇ，ＷａｎｇＨｕｉ．Ｌｏｃ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ｅ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
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１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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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ｅｌｐａｔｅｎｔ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７２（３）：１５－３７．

［５８］于文超，何勤英．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环境污染事故———基于官员政绩诉求的视角［Ｊ］．世界经济文汇，２０１３，
（２）：２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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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ｅｍａｎｄｓ［Ｊ］．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３，（２）：２０－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９］林立国，楼国强．外资企业环境绩效的探讨———以上海市为例［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４，１３（２）：５１５－５３６．
ＬｉｎＬｉｇｕｏ，Ｌｏｕ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ｉｒｍ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４，１３（２）：５１５－５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０］江　艇，孙鲲鹏，聂辉华．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８，３４（３）：３８－５０．
ＪｉａｎｇＴｉｎｇ，ＳｕｎＫｕｎｐｅｎｇ，ＮｉｅＨｕｉｈｕ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ｎｋ，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８，３４（３）：３８－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１］刘瑞明，赵仁杰．国家高新区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５，２６３
（８）：３０－３８．
ＬｉｕＲｕｉｍｉｎｇ，ＺｈａｏＲｅｎｊｉｅ．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ｚｏｎｅ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２６３（８）：３０－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第７期 刘　衡等：官员岗位变动、环境治理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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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５年７月


